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、“十七年”中的娜拉：
历史的标本 
    娜拉这一出走， 终是融入了阶级革命的洪流。随着革命的胜利，她
似乎也便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是该功成身退了。在新中国的文化舞台上，娜拉已
经完全失去了昔日时代偶像的地位，而变成了一具历史的标本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、《培尔·金特》
归来 









    1 、个人主义的回潮 
    易卜生这部著名的浪漫诗剧是由萧乾先生翻译的。从他 初动心要把
该剧介绍给中国的观众，到译文终于发表并被搬上北京的舞台，前后跨越了四
十年的时间。 
    早在 1942 年在伦敦看到该剧演出时，萧乾就想把它奉献给国内观众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“妖”则无信念，无原则，蝇营狗苟，随遇而安；碰到困难就“绕道
而行”，面临考验就屈服妥协。他掂斤拨两，看事物只凭利害，不讲是
非。……但他越是自我扩张，侵人自用，他就越失掉自己的本来面目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2、艺术的复归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从“再现易卜生——导演《培尔·金特》的思考”这篇文章（《戏剧
报》1983 年 8 月）的结尾，我们可以读出，对于徐晓钟那一代话剧艺术工作
者，挣脱单一现实主义的束缚、探索新的戏剧风格样式，在当时有着怎样的紧
迫性： 
    总结这出戏的创作和教学，我不禁想到：我们过去怎么会把一个作家
一个 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、一百年后，我们
纪念什么？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《〈人民公敌〉事件》是由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研究所的学生演出
的，编剧则是他们的老师吕效平。该剧先是参加了 2006 年 8 月在北京举办的
第六届大学生戏剧节，受到一致好评后，晋级更为专业化和国际化的“易卜生
戏剧季”。关于这部戏的剧情，我们不妨直接引用演出者的简介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到这里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这部接受史的开端处——我们记得，在彼
时彼处，胡适曾断言道：“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。”这个“写实
主义”（或者说现实主义） 终并不指称某一种艺术风格，也并不一定就会简
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；它更主要的，还是在于标明一种态度、一种立场——质
言之，一种面对并且尝试处理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责任和意愿。这才是无论对
易卜生还是中国话剧的百年，我们的纪念的意义。 
 
